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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环节。又如，游牧民族在文明史中的地位，一方面由于文明史注重城市的作用和精雅文化的意
义，另一方面由于游牧生活方式不及农耕生活方式更易于累积财富，加上游牧民族文化社会共同体

在现代化发展中尽皆趋于式微，游牧民族历史在文明史叙述中被长期置于边缘地位，甚至置于文明

之外，归为“蛮族”。这种情况虽因晚近一些研究者强调游牧民族所处“边缘”在文明互动中的中介
作用而得到一些改观，但并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加以解决。因此，文明史的研究理论中，亟待补充关于
游牧文明的组成部分。此外，文明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宗教与文明的关系、族裔与文明的关系、殖民
主义与帝国主义、社会分层与奴役、两性关系、文明对于落后者的野蛮行为、制度在文明史中的地位、
文化气质研究的方法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发展对于文明的影响，等等，虽然都可见于已有文明史叙述
文本中，但皆未达到理论澄明的程度。
最后，文明史对于中国历史叙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代中国是中华文明共同体长期演进的

结果，这种演进呈现明显的内聚和延续性特征，同一过程在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中

都非如此显明，这是理解现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也是理解历史上中国社会形态和中华文

明精神气质的关键。为此，文明史是中国学界必须予以特别注重的研究领域。

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①

杨 华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一百多年来，随着全球各民族、各地区交流范围的扩大，“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学
术界对世界各个文明的研究和叙述，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平等对待和平行叙述渐成主流。回顾这一
历程，并梳理中国学术界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明史，对于今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和叙述将大有裨益。
此外，本文还拟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部分浅见。

一、文明比较与多元进化论

目前所知，整体描绘世界文明史的重要著作，大约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1918 年) 、阿尔弗
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史》( 1935 年) 、汤因比《历史研究》( 1934—1961 年) 、埃利亚
斯《文明的进程》( 1939 年)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1949 年) 、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
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1963 年) ( 以下简称《文明史》)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
序的重建》( 1996 年) ，等等。以上著作，均为该领域的代表之作。
这些著作一般从文明起源、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进路三个方面，对全球文明进行比较。
汤因比认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单元，不是民族、国家之类，而是文明。他说:“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

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

群人类。”①他把全球可资比较的 21 个“社会”，称之为“文明”:“我们这二十一个社会就一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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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只有它们具有文明。”①汤因比在其多卷本巨著中总共列举 21 个( 后来是
26 个) 文明，其中四个文明流产了，有五个文明在生长的早期就已停止，其余的文明生存下来，这是
它们应对自然环境的结果。
这种将全球文明进行类比的方法，称之为文明类型学说( 又谓之“文明形态论”) 。其实，黑格尔

在《历史哲学》中已将世界分作四部分，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比较自觉的
文明类型学说始于斯宾格勒，其《西方的没落》把世界文明分作九种，即希腊( 古典) 、阿拉伯、西方、
印度、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俄罗斯( 尚未完成) 。② 类似观点还见于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该
书指出，19 世纪欧洲人常把文明视为“单数”，但是，他主张使用“复数文明”的概念:

1819 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作为复数形式，在此之前它一直是单数形式……今
天，如果有人要求我们以单数形式定义文明，我们理所当然地不很情愿。事实上，使用复数
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庆幸的是，20 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摒弃了诸如此类
的价值判断，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最好。③

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多个文明中心
出现了，中国、印度、西方都开始各自形成“历史轴心”( 他后来又常常表述为中国、印度、希腊三大轴
心) ，成为各自文明的高峰及其后不断“复兴”的家园。④ 这种理论消解了东西对立之说，是一种文明
多元共生理论，是一次革命。

20 世纪 40 年代，汤因比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普林斯顿提出“文明比较”的构想。1961 年，国
际比较文明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成立。随之，文明
比较研究更加盛行，甚至成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尤其发达，梅棹忠夫、伊东俊太郎等知名学者都出版
过多种文明比较的著作。⑤

联合国成立以来，其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牵头编纂一部“跨种族、跨文化交流”的世界史，1994
年出版了多卷本《世界文明史》的前五卷。此书由全球不同地理文化背景的 450 位杰出学者共同撰
写，尽力使世界各民族文明得到平等对待和平行叙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2000 年的“世界文化报
告”，标题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冲突和文化共存》。联合国第 53 届大会决定，将 2001 年命名为“文明
对话年”。
关于全球史的叙述也是此种潮流的一部分。1970 年，美国历史学家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

了《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好评如潮。该书把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公元 500 年之前) 分为
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把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公元 500—1500 年) 分为伊斯兰教
文明、拜占廷文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等等，成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之作。
在关于现代化的叙述中，虽然久居主流的理论把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视为唯一模式，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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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代化( 或多元现代性) 的理论也愈来愈受到重视。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的《反思现代性》
把各文明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平行描述，明确提出“多元现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 的概念，对以往
的“经典”现代性学说提出批评，日本、印度、中国、穆斯林社会均在其视野之内。① 多元现代性的概
念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传统现代化理论大为不同，它否定“现代性原初文化规划的同质化和
霸权化”，具有“复杂性、可变性与变易性”，“超越了在欧洲得以发展起来的那些制度模式”。② 多元
现代性实际上是多元文明论的延续和深化。

20 世纪后期冷战结束，世界文明并列存在的格局更加明显。1993 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
《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1996 年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
书，重申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文明多元论。按照亨廷顿的估计，冷战之后的世界是
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即: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第八种即非洲文明。③

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汤因比所说，西方主流的文明史论说大多带有三种错觉。一是“自我中心”
的错觉，二是“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三是“单线进化论”的错觉。④

“自我中心论”是全世界所有民族在早期文明史叙述中都存在的通病，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历
代中国正史中所见的《四夷传》无不如是。兰克的七卷本《世界历史》便以拉丁和日尔曼六大民族为
主体，克拉克爵士主编的《剑桥世界通史》系列也持典型的“欧洲中心观”。从布罗代尔《文明史》的
章节安排即可看出，他将“欧洲”与“欧洲以外的文明”分开罗列，先讲伊斯兰世界，次讲非洲，再讲远
东，讲述顺序是由近及远的。雅斯贝尔斯说，在西方学者眼中，“东方只是接受了欧洲的对立面，并且
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欧洲”。⑤ 其余世界文明史叙述多多少少仍然带有“欧洲中心观”的痕迹。即使在
20 世纪后期，经济和文化全球一体化所催生的全球史观也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观”。就连 L. S. 斯塔
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难免带有此种痕迹。⑥

“东方不变论”和“单线进化论”在本质上具有内在联系，说的近乎同一回事。由于“文明”
( civilization) 一词先天带有“先进”的意思，所以欧洲人历来相信“文明阶梯”论，即:人类文明总是从
低级向高级进化，有的处于高级阶段，有的则处于低级阶段。这种文明进化模式也称为“单线进化
论”。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16 世纪之后，东方进入停滞阶段。阿尔弗雷德·韦伯、汤因比、雅斯
贝尔斯与其他西方学者的说法一样，也认为公元 1500 年之后，中国和印度文明进入衰退期，而西方
文明则进入科技时代，成为世界的主导，这是西方常见的主流观点。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文明自公
元九世纪就处于僵化状态。

20 世纪中国人关于中华文明史的叙述也与世界潮流有所呼应。主张“单线进化”和“迎头赶上”
的思想，基本占据了 20 世纪中华文明史言说的主流。例如，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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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主静与主动、向前与向后、先进与落后来区别中、西、印三种文明。一派主张中外之别实际就是
古今之别，一派主张中外之别只是文明之间的差别; 前者近于“单线进化论”，后者近于“文明多元
论”。又如，在“文明形态论”影响下，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出现了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为代
表的“战国策派”。周谷城、雷海宗等学者早年的世界通史叙述中，都把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
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量。①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这四大文
明分别诞生了自己的历史经典。如中国《诗经》中的《商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利
《旧约》中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都约略同时产生”，“同时迸出歌
声”。② 再如，夏鼐认为根据考古学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
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③仰韶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等学者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并无坚实的
考古证据。实际上，交流融合、东西共济可能才是正解。④

将全球各种文明进行平行、多元的叙述，无疑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自觉”和“他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费孝通一再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自觉”，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文化
自觉”，⑤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全球文明融合理念。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不仅实现了“文化自觉”，而且开始强调“文化自
信”，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
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⑦ 2012 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树立高
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⑧ 此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 21 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
容之一。

二、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如何在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研究和叙述中华文明史? 换言之，中华文明史的问题

意识有哪些? 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个民族适应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在该地所

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精神的方面无疑更能代表这个文明。而精神的组成部分，可
能包括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宗教信仰、学术理论、审美风尚、文学艺术，等等。这些组成部分构成了
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民族精神有不同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时代精神。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
略》、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意即在此，国民性的最高表现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研究一种文明，
应当首先研究其民族精神;叙述一种文明史，首先要叙述其时代精神史。我们认为，对中华文明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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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显然不应当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应当是中华文明史研究和

叙述的主要目标。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哪些，论说纷歧，见仁见智，兹不赘言。而时代精神
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荆楚玄思、汉唐雄浑、魏晋风度、宋明雅文，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精神风貌，
这也是中华文明史应当叙述的内容。
第二，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从秦汉到晋唐，从宋元到明清，中华文明具有连续的传统，①是全世

界少有乃至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这种连续的传统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一
是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二是基于周代以来宗法血缘传统的连续性。② 毋庸否认，中华文明在
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例如，学术史上有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
学、乾嘉朴学之别，文学史上有诗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别，但前后时期的文明样态
之间并非断裂关系，而是承递关系。这种承递性和连续性还表现在中华文明的哪些方面? 每个时代
文明样态的独特性何在? 后一时期如何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文明? 哪些文化要素是连续的，哪些则被

中断了? 这些都是上文所言时代精神的体现。今天，总结其传承规律，厘清其值得继承和扬弃的文
化要素，则是中华文明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
第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贯穿着一条显明的主线，即文化认同。这种

文化认同是对农耕文明、礼义之邦的认同。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这广大的地域内，古
代劳动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着交往活动，越往后这种交往活动就越密切”。③ 尽管中华文明的
起源是多元的，考古学上的六大区系构成“大致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④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华文
明起源之时以及其后的发展是分散的，而是“多源起、互补共进、中原核心、一体结构”的。⑤ 华夏—
汉族所尊奉的政统和道统则对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各种区域文化发挥着稳固的凝聚作用。如果没有
这种文化认同，没有近代民族危亡对民族自觉意识的激发，便不会产生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和
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⑥更不会产生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正如费孝通
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
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⑦研究、叙述和阐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 文明认同) 历程，以及华夏—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互动历程，是中华文明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三个问题，其他的学科当然也可以研究，各断代史和各专门史也都有精深的开掘。但是，由

中华文明史来进行整体阐释，则更为合适，更为系统，脉络更加清晰。

三、中华文明史研究应注意的三种关系

中华文明影响广大。首先，在前近代时期的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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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世界”，其共同的文化要素是汉字、儒学、律令制度、中国化的佛教等内容。① 其次，在最近的几
百年间尤其是 19 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已传遍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
已逾 6000 万。至 2020 年底，全球有 70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
人数约有 2500 万人，四千多所国外大学设有中文课程，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两亿。② 最后，
杜维明认为，今天的文化中国以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为第一个“象征世界”，以世界各
地的华人社会为第二个“象征世界”，以国际上从事中国研究以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学人、知识分子等
各类民众为第三个“象征世界”。③ 这三个“象征世界”所及的中华文明，显然“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
实体的中国”。④

在上节所论的问题意识之下，如何研究和叙述中华文明史? 除了历史学科常见的方法论之外，

笔者认为还有几重关系特别值得重视，这也是相关研究者必须注意的视角。
其一，大一统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国地域辽阔，广土众民，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导致地域文

化的多样性，这种地域多样性，是否破坏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 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谭其骧认为，中国“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二千年
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⑤ 傅衣凌则认为，由于
基层社会和宗族组织的稳定性，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

由于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结构多元化发展和大一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历

史上多次出现的割据和起义并未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而是反过来促使了大一统国家和中

央专制集权的强大。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的说法，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于地方势
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国家

政权的心理。⑥

笔者认为，商周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在致力于文化的统一，文化统一居于历史主流。“大一统”
首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说明儒家自春秋时期就开始营造文化统一的理论，这正是中国千百年
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割据未能阻挡各国祈望统一的步伐，当时秦、齐、
楚、晋各地已经开始局部的文化统一，形成关中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燕赵
文化等多个文化区。秦代以后全国“书同文，车同轨”，汉代进一步推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策，
于是这些局部文化被再加统合，成为整体性的全国文化。其后历代政治和军事上的“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也导致了文化上的分分合合;然而，即使在分裂时期，各区域文化差异无论多么巨大，对于统
一的正统文化的存在从未产生过怀疑和动摇，没有一个区域文化自甘“蛮夷”而像楚国那样发出“不
与中国之号谥”的声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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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与 56 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应作
如是理解。匈奴自称夏人遗民，拓跋鲜卑自称黄帝后裔，慕容鲜卑也自称黄帝后裔，北周宇文氏自称
炎帝神农后裔。鲜卑以“华”自居而称柔然为“夷虏”，金人以“汉节”“华风”自居而称蒙古为“夷
狄”。诸如此类，都说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向往，仅仅用夷夏之辨、正闰之辨不能做出完满
的解释。两千多年来，无论华夷胡汉，文化认同远大于种姓差别和地缘距离。正如费孝通所说，各民
族文化之间“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
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

其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历史上看，中国人的识字率不高，知识掌握在精英手中。中
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其创造者和传播者基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汉代以来的儒家教育使得
全国官吏队伍儒家化，科举制度推行之后更是如此。儒生、官吏、地主合而为一，成为所谓“士大夫”。
傅衣凌所谓“乡绅”也近于此:“既包括在乡的缙绅，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故乡基层社会产生影响
的官僚;既包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②宫廷、贵族、士大夫主导了中国
传统社会的文化走向和审美趣味，这就是“雅文化”。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面向民间下层社会的
文化系统，那就是实用、丰富而鲜活的“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历来是并行共存的两条线
索，二者既不完全相同，也非绝然对立，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转化。中国历代经史文献中常常有“文野
之别”的说法，但它不能概括中华文明史的全部。
其三，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人向来注重实用，与宗

教有一定距离。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
于无验。”③西周摒弃商代的“尚鬼”文化，转向“重德”文化，此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便以世俗性节律
为主。儒家具有“神道设教”“视死如生”的理念，但实行起来却是“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其重点在于教化众生。道教的前缘实始于巫鬼，且与外来佛教互相吸收，方形成规模。外来
的佛教、耶教与本土的道教和平共处。儒家虽然多次以“无君无父”为由排斥外来宗教，但是历代都
讲儒释道三教共弘。民众更是注重实用，有事则求，无事则已。很多文化行为，与其说是信仰，不如
说是礼俗。
当我们研究和叙述中华传统文明时，必须看到其内部的多样性甚至“矛盾性”。由之时时自省自

思，其对象究竟是全国性文化，还是区域性文化? 究竟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 究竟是信仰，还
是礼俗? 哪些要素是早熟的，哪些是不成熟的? 究竟是产生于本土，还是来源于域外? 如此等等。
有了此类自省自思，便会相对客观公允，不会产生自大或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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